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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及其引发的理论反思*

王晓玲

内容提要: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主要反映的是欧美的文化视角,认为人

具有 “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这种激情会以文化族群为单位得到表达,因

而产生了基于文化差异的身份政治冲突。身份政治理论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

治冲突之间画出了一条因果链条。韩国是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却也出现了身

份政治冲突现象。韩国的政治家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身份政治集团——— “情理

阵营”,其最初是选举工具,继而成为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 “文化部

落”。韩国社会虽对于 “情理阵营”持批判态度,但受制于冷战思维、财阀垄

断的经济体制,韩国不存在能有效改善贫富分化的政党,选民被动接受了身

份政治。在韩国的案例中,文化是导致冲突的中间变量,真正的自变量是竞

争性政党。该案例说明,包括文化冲突论在内的诸多身份政治理论有待于通

过更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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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主要反映的是欧美的文化视角,相关讨论在文化差异

和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条。但韩国作为一个单一文化族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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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也走上了激烈对抗的身份政治的道路,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化冲突论等既有

身份政治理论的怀疑。

一、理论回顾与本研究的出发点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对身份政治的阐述可见,身份政治是围绕文化身份的

表达、认同和相互承认所展开的政治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所谓的

文化身份并非个人层面的,而是主要以某种文化族群为单位。倡导身份政治

的左翼学者认为,身份政治是边缘文化族群获得文化解放的道路;社群主义

学者关注多元文化政策如何能成功;保守主义学者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

身份政治展开批判,前者认为,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尊重难以实现,后者则认

为,身份政治无视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是伪政治。① 本研究在理论回顾部分

主要关注身份政治理论对于文化间冲突发生机制的理解,以及这些话语与现

实政治的互动,这同时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一)身份政治理论中的文化冲突视角

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主要在欧美历史文化视域下展开,其源起可被追溯

至欧洲思想家们自古以来所一直关注的人的 “激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Fukuyama)认为,柏拉图所说的 “血气”、马基雅维利所说的 “对
荣耀的欲望”、霍布斯所说的 “骄傲或虚荣”、卢梭所说的 “自尊”、汉密尔

顿所说的 “对声名的爱”、黑格尔所说的 “承认”、尼采所说的 “红面野兽”

等,都在描述人的 “激情”。② “激情”成为在 “效用最大化”之外解释人的

行为动机的又一条路径。
“激情”在古代曾经是贵族的优越感,进入现代社会后,优越激情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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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平等激情取代。① 现代化转型对欧洲人而言意味着告别神的统治,同时每

个人都因此开始面临 “意义危机”。现代化转型还意味着身份制度的终结,
所有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平等承认。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只有在别的自我

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② 人终将走向相互承认,但承认发生在殊死斗争之

后。人在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会遭遇社会规习与内在自我的不匹配,从而

为承认而斗争。为承认而斗争是驱动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③ 黑格尔又指出,
自我意识以 “我”与 “他人”的互动为前提,是在共同体中形成的,经过了

中介的主体间性。④ 引入主体间性概念后,为承认而斗争的个人又能够重新

走向社会团结,这种社会团结不必以每个人的道德直觉为基础,而是建立在

历史实践和理性的基础之上。“为承认而斗争”和 “主体间性”为20世纪身

份政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把身份政治理论根植于一种充满张力、动

荡冲突的文化心理中。
追求承认的道路有两条,其一是以人的同一性为基础,作为个体被平等

承认;其二是从文化特殊性出发,作为某个文化族群的一员得到承认,而身

份政治走向了后者。在这个路口上,查尔斯·泰勒 (CharlesTaylor)等社

群主义学者起了重要作用。泰勒认为,人都生活在某种文化共同体里,人的

自我认同存在于对话中,内嵌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内。⑤ 因此,在现实政治

中,人是作为某个文化族群中的一员被承认的。
以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则重拾黑格尔 “为承认而斗

争”的 话 题,号 召 人 们 追 求 “文 化 解 放”。阿 克 塞 尔 · 霍 耐 特 (Axel
Honneth)等人把身份政治构建成一个与分配政治相对的概念。⑥ 与马克思

所认为的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关系,文化承认的问题从属于经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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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观点不同,① 霍耐特认为,“承认”是统摄性的道德范畴,分配正义是身

份认同的派生物,消除 “错误承认”的身份政治才是人类走向解放的终极路

径。② 他归纳了三种形式的承认———爱、权利和团结,分别对应 “情感承认”
“法律承认”和 “社会团结”,认为人会因此产生自信、自尊和自豪感。③ 南

茜·弗雷泽 (NancyFraser)认为,错误的身份认同与不公正的经济分配在

实践中互为因果、密不可分,需要同时消除这两者才能增进社会正义。她构

建了一个包括承认、分配和代表权在内的三维理论框架,希望以此同时纠正

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④ 换言之,身份政治追求 “被承认”,这

不仅仅代表对某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同时还要求通过立法对社会资源进行公

平分配,甚至是补偿性的公平分配。在泰勒和霍耐特之后,身份政治成为少

数文化族群追求公平承认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充满文化冲突的张力———人们

可能主张自己属于更小更特殊的文化族群,文化的分化没有固定边界;当人

们主张自己属于某种文化族群时,文化就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不同文

化族群即便能够走向相互承认,也需要经历斗争。对此,霍耐特和泰勒都相

信现代社会拥有走向妥协的理性,以及容纳文化差异的道德共识。
但是,保守主义学者对文化之间的冲突持悲观态度。在外来文化族群占

比迅速增加、部分族群拒绝融入欧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九一一事

件发生后,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Huntington)和贝特·叶奥 (BatYe’or)
等人纷纷发声,表达了欧美主流文化对外来移民文化的深切忧虑。⑤ 保守主

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只会有利于偏狭的、反现代的、反民主的少数群

体,少数群体还会将多数群体斥责为种族主义者。⑥ 而早在关注美国内部的

文化冲突之前,亨廷顿已经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表达

了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或难避免的观点。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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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的态度虽然比保守主义学者乐观,但也对多元文化融合充满担忧。他指

出,文化身份源自每个群体独特的生活体验。生活体验无法与他者共享,因此

也就形成了他者无法进入的文化身份。①

左翼学者把表述文化差异、进而为承认而斗争视为多元文化族群走向相

互承认的必由之路。保守主义学者认为,强调差异的结果是排斥和对抗。这

两种观点都在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对抗之间画出了因果链。
(二)走向文化冲突的身份政治实践

现实情况是,不同文化族群间的身份政治冲突现象日益突出。20世纪后

半期,欧美的左翼政党从关注经济平等转向关注边缘文化族群,一系列多元

文化政策出台,身份政治改善了边缘文化族群的社会地位。但是进入21世纪,
尤其第二个10年,如何化解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成为身份政治面临的难题。
欧美主流文化族群抱怨边缘文化族群得到了特权,保守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之

间形成对峙。在欧洲,难民问题引发了社会撕裂和国家间分歧,英国经历全民

公投后正式脱欧。美国则爆发了 “黑人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运动,
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线上筑起高墙。

2000年后,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宣布多元文化主义相关政策失败。进入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全球范围内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或者宗教色彩的领导

人的人数增加,这样的政党在各国国内也得到了更多的议席。面对日益激化

的文化冲突,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推出一系列 “文化处方”以加速文化融

合与文化同化,具体包括:提高移民政策门槛;保护本国主流文化;引导多

元文化主义尊重宪法的价值观;以交互文化主义修正多元文化主义,推动族

群间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通过构建公民的多重文化身份以塑造交融混杂

的文化共同体。② 福山开出的 “处方”是 “信条国家”,即以现有的政治制度

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基石,构建一种容纳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通过

公民社会的同一性统合文化领域的多样性。③ 这些文化融合、文化同化政策

能否解决目前的身份政治对抗、是否会引发少数文化族群的反抗尚未可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冲突已经成为现实,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对抗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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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正在指导欧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文化冲突的观念在今天如此深入人心,以

至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 (ElonMusk)近日在意大利参加活动时很自

然地谈到身份政治,并称之为 “觉醒思想病毒”(wokemindvirus)。马斯克

警告说,“(欧洲)不应该从美国进口觉醒思想病毒,它会分裂民众,让人们

互相仇恨”。①

(三)本研究的出发点与意义

导致身份政治冲突的真的是文化差异吗? 阿玛蒂亚·森 (AmartyaSen)

指出,人具有多重文化身份,文化/文明冲突论犯了简单抽象的错误,抽取

群体的单一身份 (如宗教、社群、种族等)作为构建理论的维度,推导出冲

突源于文化或文明的错误结论,而这些所谓的理论很容易被政客或极端组织

用来强化一群人的单一身份,并挑起冲突。② 理查德·罗蒂 (RichardRorty)

在批评身份政治是 “伪政治”时提到,文化主义是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

一部分知识左派为摆脱失语而做的一种努力。③ 很多中国学者也提出,身份

政治对抗的根源并非文化差异。如涂锋认为,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竞争性民

主体制的内在缺陷导致了身份政治激进化和制度运行失灵。④ 林红指出,在

竞争性选举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下,进步主义性质的身份政治成为功利主义的

政党工具。⑤ 上述讨论虽然质疑了文化差异与身份政治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支撑。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把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纳

入身份政治理论的视野,跳出欧美文化视域,重新审视身份政治的发展机

制。韩国是一个复制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单一文化族群国家,其国内也出现了

日益激烈的身份政治对抗,但问题的源头不在于文化,而是在于两大寡头政

党在选举中塑造了身份政治集团。韩国的案例排除了原生文化族群差异这一

变量,使原本被文化差异遮蔽的政党竞争的影响力充分显现。

—66—

①

②

③

④

⑤

《马斯克警 告:别 从 美 国 进 口 这 种 “病 毒”》,《环 球 时 报》网 站,2023年12月17日,

https://m.huanqiu.com/article/4FnQbLI7bJt。

AmartyaSen,IdentityandViolence:TheIllusionofDestiny,NewYorkandLondon:W.
W.Norton&Company,2006,pp.10-12,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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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1页。
林红:《困于身份的政治:西方政治极化问题的文化探源》,载 《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

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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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身份政治的既有研究很少关注韩国。韩国学者有关身份认同如何影

响选举的研究成果非常多,①他们反复证实了特定地域、世代、性别与政党

偏好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指出选民投票与其阶层利益不符,具有 “阶层背

叛”的特点,②但较少从身份政治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韩国政治。本研究关

注选民阵营同时兼具社会文化认同与政治理念认同的特点,尝试提出 “情理

阵营”的概念,从身份政治理论入手描述韩国的政治文化,这将有助于我们

了解韩国国内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走向,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这是本

研究的第二层意义。

二、韩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从个体文化心理层面看,韩国人个人自由主义倾向较弱,缺少 “为承认

而斗争”的激情。从社会文化结构层面看,韩国是单一文化族群,历史上也

未卷入过文化冲突。
(一)不存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文化心理

如前所述,欧美学者认为,身份政治的根源在于社会规习与内在自我之

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促使人们为获得他人的承认而斗争。这种视角是从个体

诉求出发,分析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解释社会整体发展机制,体现了

原子论的思维模式。而历史上曾深刻影响韩国的中华文化持整体论的思维模

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出发点不是个体诉求,而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赵汀阳认

为,对比西方,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都是主体间问题。孔子主张的仁是

最早的主体间关系概念。主体间互动的功能是建立秩序,而儒家礼乐秩序的

本质就是建立人际关系秩序。③儒家认为,维护整体的长远利益是社会成员

的道德追求,个人的人生价值要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得以体现,也就是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

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④相比欧美,中华文化中的 “我”

③ 赵汀阳:《关于跨文化和跨主体性的一个讨论》,载 《思想战线》2023年第1期,第45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 《求是》2023年第17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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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们”中的 “我”, “我”与社会规习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弱化。在历史

上,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韩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我们较少感受到欧洲学

者所强调的那种 “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自现代化转型以来,这一地区的

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增长,但相比欧美仍然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特征。
很多研究都发现,韩国人的自我意识淡漠。有韩国学者指出,韩语尽量

避免使用 “我”,而是使用 “我们”,如把 “我爸爸”说成是 “我们爸爸”。①

该学者对韩国人 “什么情况下会看眼色行事”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排第一

位的答案是 “看眼色是为了与周围人保持一致”。② 在韩语中,“ ”是

“不同”的意思,同时也是 “错误”的意思。
某种程度上,儒家所主张的礼法秩序今天仍然规范着韩国人的日常行为。

以长幼为基础的尊卑秩序内嵌于韩国人的语言中,既体现为 “敬语—卑称”的

语法,也体现为鞠躬等肢体语言。这一秩序时刻规范着韩国人的言行,把每个

人置于固定的角色中,使生活场景中的很多共同体都具有 “类家族”的特点。
一项针对中韩大学生的对比调查研究显示,对于 “儒家文化的本质”,中国受

访大学生中回答 “学说”的占比最多,而韩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 “行为规范”
的占比最多。对于 “最重要的儒家价值观”,中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 “仁”的

占比最多,而韩国受访大学生中回答 “孝”的占比最多。58%的韩国受访大学

生与朋友的年龄差小于2岁。原因在于,当年龄差大于2岁,很多韩国人在谈

话中会使用 “敬语—卑称”,心理上产生尊卑之分。这种秩序井然的 “类家族”
文化在职场中同样存在。韩国企业曾经长期实行 “终身雇佣”制,职员以企业

为家。20世纪90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韩国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要求下启用弹性雇佣制度,但强调忠诚、奉献、团结的企业文化尚未消

失。今天,韩国人在下班后仍要投入大量时间维护与同事的情感纽带,以营造

亲密的共同体氛围,韩国企业的人事制度也尚未摆脱 “年功序列”的传统。
(二)未曾经历文化冲突的单一文化族群国家

在古代朝鲜所处的中华文化圈里,未出现由宗教引发的大规模冲突。在这

一地区,文化不是族群间的藩篱,而是凝聚认同的媒介。在中华文化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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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族群在未接受先进文化时是蛮夷,学习先进文化后就是中华。根据这一

逻辑,朝鲜、日本都曾经自称中华。中华文化主张 “不往教” “修德以来远

人”。古代朝鲜曾一度是华夷秩序的积极的自觉的拥护者。明清鼎革后,朝

鲜还曾沿用明的年号、衣冠,自称 “小中华”。韩鲜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之深,
这一地区族群间文化融合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初,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被殖民的历史激发了一种具有强

烈反抗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民族话语, “单一民族”就属于这种话语。日本二

战投降后,李承晚在美军的扶植下建立大韩民国,建国伊始就积极宣传 “一
民主义”。朴正熙政府也通过 “纯粹的白衣民族”等话语塑造民族自豪感。
这种理念深入韩国民心。今天的韩国尽管面临人口迅速萎缩的危机,也没有

出台系统性的移民相关法律,针对生活在韩国的外国人采取或排挤、或同

化、或包容的政策,且排挤与同化多于包容。②2022年,在韩滞留外国人约

225万,仅占韩国人口的3.3%。其中, “海外同胞”约78万,结婚移民者

约17万,这两类人都容易融入韩国文化。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只有45万。
其余的则是 “非法滞留者”,一经发现将被遣送回国。③

三、政治家构建的身份政治

韩国的文化土壤里并没有身份政治的种子。然而,实现民主化转型后,政

治家们在选举过程中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政治集团——— “情理阵营”。“情理

阵营”起初是相互对峙的两大寡头政党的选举工具,但随后发展成为跨政治系

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 “文化部落”,使韩国的政治龟裂向社会文化领域延伸。
(一)政治家构建的三种 “情理阵营”
实现民主化转型后,韩国政治家们在选举过程中通过煽动怨恨情绪构建出

身份政治集团。这种身份政治集团具有先共情、后共理 (政治理念)的特点,
最初以选举阵营的形式出现,笔者因此称之为 “情理阵营”。韩国依次出现

了基于地域、世代和性别的三种 “情理阵营”。

② 崔佑吉、郑信哲:《韩国的外国人政策及社会整合问题》,载 《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第

1页。
③ 相关数据参见韩国出入境管理局网站,https://www.moj.go.kr/moj/2412/subview.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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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情理阵营”形成于民主化转型过程中。1987年的总统选举标志着

韩国民主化转型的开始。在这次选举中,曾经主导民主化运动的金大中和金

泳三得以与军政府出身的卢泰愚展开竞争。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家乡分别属于

湖南地区和岭南地区,这两个地区的选民都选择支持他们的同乡。“同乡票”
在这次选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导致民主化运动阵营分化,卢泰愚最终当

选总统。卢泰愚当选后,为摆脱国会掣肘,与金泳三领导的政党结成政治同

盟,孤立了金大中领导的政党,进一步加深了民主化阵营的分化。在下一届

总统选举中,金大中与金泳三再次展开争夺战,金大中的故乡湖南地区的选

民在 “背叛”“复仇”等话语的鼓舞下空前团结,将91%的选票投给了金大

中。岭南地区受此影响,将68.8%的选票投给了金泳三。① 在紧随其后的国

会选举中,二人领导的两个政党也分别在他们各自的故乡获得高比例支

持。20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政党格局逐渐呈现进步派和保守派两大寡

头政党对峙的局面。金大中领导的政党成为进步派政党,以民主化运动的

继承者自居,对内较为关心弱势群体,对外主张民族自决,提出了对朝

“阳光政策”。随着韩国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镇压民主化运动、贪污腐败

的行为展开审判,曾经在民主化运动中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湖南光州被

塑造成民主化运动的圣地,在民主化运动中屡遭迫害的金大中被称为 “忍
冬草”,“进步派政党”“金大中”“湖南人”一同被贴上了民主斗士和受害

者的标签。与之相对的,保守派政党则把岭南地区作为政治故乡。这里在

军政府时期曾经走出多位总统,也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被认为是既得利

益集团的聚集地。此后,湖南与岭南民众对同乡政治家的认同逐渐转变为

对政党的认同。在岭南地区选出的议员中,保守派政党党员长期占多数。
同样,在湖南地区选出的议员中,进步派政党党员长期占多数。② 回顾自

民主化转型以来湖南和岭南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情况可见,湖南选民长

期偏向支持民主派政党候选人,岭南选民长期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候选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出生于岭南地区的卢武铉反而成为进步派政党

的总统候选人,在进步派政党的政治故乡湖南地区得到了高比例支持。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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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菲易:《韩国地域投票现象的历史变迁:以总统选举为例》,载 《当代韩国》2010年春季

号,第24页。
以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为例。岭南地区选出的65名国会议员中有56人出自保守派政党,

而湖南地区选出的28名国会议员中有27名出自进步派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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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湖南与岭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文化空间,两个地区与两大政党之间

的链接已经超越了 “同乡情”,变成了对政治理念以及特定政党的认同 (见
图1)。

图1 1997~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中湖南与岭南选民的立场差异

说明:进步与保守政党的理念对峙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趋于成熟,因此选取

1997年以来的总统选举选票分布情况进行展示,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制。其中,1997年的数据来自盖洛普 (Gallup)

公司的选举调查结果,其他数据来自韩国三大电视台KBS、SBS、MBC联合举行的总
统选举出 口 民 调 结 果,参 见 韩 国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相 关 年 度 数 据,https://www.
nesdc.go.kr/portal/bbs/B0000005/list.do?menuNo=2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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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①情理阵营”产生于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最初的构建者是当时

的总统候选人卢武铉。“世代情理阵营”中的两大对峙人群分别是工业化世

代和民主化世代。工业化世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目睹了战后美国

对韩国的援助,被大量反共教育洗脑,经历了20世纪后半期的快速工业化

进程。民主化世代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参与或目

睹了民主化运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民主参与意识和民族自决意愿。这

两个世代原本不具有明确的政党偏向性。2002年总统选举前夕,一名驻韩美

军轧死了两名韩国中学生,引发了大规模反美游行示威。进步派政党候选人

卢武铉在示威人群中喊出了 “反美又如何”的口号,赢得了民主化世代的支

持。卢武铉当选总统后遭保守派弹劾,民主化世代发起反弹劾示威,并在紧

随其后的国会选举中高比例支持进步派政党。这些现象被媒体称作 “年轻人

的叛乱”以及 “世代之战”。有了之前 “地域情理阵营”的经验,两大政党

很快分别与上述两个世代建立起了情感共鸣,并以其代言人自居。自此之

后,民主化世代和工业化世代分别成为进步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稳定支持

者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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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代”指在青少年期共同经历了某些历史、文化事件的一代人。青少年期的共同经历会让

一代人拥有相似的意识结构和行为方式,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同质性。具体含义参见 Karl
Mannheim,“TheSociologicalProblemofGenerations”,inKarlMannheim,EssaysontheSociology
ofKnowledg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Ltd.,1968,pp.28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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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7~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中不同年龄层的立场差异

说明:2022年的 “29岁以下”人群指18~29岁的选民,其余年度的 “29岁以

下”人群指19~29岁的选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制。其中,1997年数据来自盖洛普公司选举调查

结果,其他数据来自韩国三大电视台KBS、SBS、MBC联合举行的总统选举出口民调

结果,参见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年度数据,https://www.nesdc.go.kr/portal/
bbs/B0000005/list.do?menuNo=200467

“性别情理阵营”形成于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是由保守派政治家李俊

锡、尹锡悦等人构建的。相互对峙的两个 “性别情理阵营”分别由青年男性

和女性构成。相比之前的两个 “情理阵营”,“性别情理阵营”的构建表现出

更明显的策略性。两性平等是韩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以来长期存在的议题。进

入21世纪,韩国年轻人围绕两性平等和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出现意见对立。

2010年前后,互联网上出现了 “嫌女”论坛与 “嫌男”论坛相互攻击的现

象。①2016年,一名男性因憎恶女性而随机杀害了一名女性,引发了大规模

悼念和示威活动。2018年,为了谴责警察在执法中偏袒男性,②首尔又发生

了6次女性示威集会,参加者达到36万人次。③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空间,两性平等话题已经取代就业话题,成为年轻人最关注

① 2001年,釜山大学学生论坛 “越墙”批评退伍男生将不健康的军队文化带入大学校园,网

站因此遭到网络攻击。以此为发端,很多带有 “女性主义”色彩的网站和论坛遭到攻击。2009年,
一名女性在电视节目中称矮个子男生是 “Loser”。在此之前,韩国男性经常评价女性容貌,但女性

公开评论男性容貌的现象很少见。该名女性因此遭到互联网暴力和人身攻击。这一事件后,很多女

性论坛开展 “镜子运动”,把互联网上常见的嘲讽女性话语置换为嘲讽男性话语,从此出现了 “嫌
女”与 “嫌男”言论对峙。

② 一名女学生因为将男性人体模特裸照发布到互联网上而被捕。一些女性网站认为,面对类似

案件,当受害人是女性时警察执法拖沓,而当受害人是男性时警察行动迅速,存在偏向性执法现象。

—37—



 □ 当代亚太 

的社会问题。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社会矛盾虽然激化,但在最初的十多年

里主要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存在。文在寅在2017年选举中因为亲女性主义的

形象得到了女性选民的好感,但当时并未出现年轻男女的阵营化现象。年轻

男女的阵营化现象出现在2022年大选前夕,起因是2020年韩国修改 《选举

法》,将选民年龄由19岁下调至18岁,各政党开始更加积极地争取年轻选

民。在年轻人中支持率较低的保守派政党国民力量党任用36岁的李俊锡为

党代表,李俊锡策略性地批判女性主义,煽动年轻男性的受害意识。而保守

派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则在竞选中称韩国已经不存在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两

性平等政策违背了能力主义和自由竞争原则。尹锡悦声称当选后要解散女性

家庭部,将性别认知预算改为国防预算,②针对职场性骚扰诉讼设立诬告罪,
取消雇佣中的性别配额等。在尹锡悦成功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后,进步派政党候

选人李在明则主动与女性主义团体靠近。2022年的选举结果显示,18~29岁男

性中,支持尹锡悦的占58.7%,支持李在明的占36.3%。18~29岁的女性中,
支持尹锡悦的占33.8%,支持李在明的占58%。在18~39岁选民中,60%的男

性支持尹锡悦,60%的女性支持李在明。年轻男性对保守派政治家的偏爱与年轻

女性对进步派政治家的偏爱旗鼓相当,而其他年龄层中不存在这种男女间立场对

峙现象,由此可见,年轻人在政治家的鼓动下形成了 “性别情理阵营”(见图3)。

图3 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选民的选票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韩国三大电视台 KBS、SBS、MBC联合举行的总统选举出口民
调结 果 自 制,参 见 https://www.
yna.co.kr/view/GYH20220309000900044

② 韩国相关法律要求政府在设立预算时考虑对两性的不同影响,并将这种体现两性均衡发展意

识的预算称为 “性别认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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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强大选举工具的 “情理阵营”
韩国的保守派政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是大资本的代言人。进步派

政党虽然也拥护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但相较保守派,在扩大社会福利支

出等分配问题上态度更加积极。在保守和进步两大寡头政党之外,韩国还存

在左翼政党。左翼政党与工会联系紧密,主张以更加严厉的政策遏制财阀垄

断,并对社会财富进行均衡分配。但是韩国学者研究发现,选民的政党偏好

与其阶层利益不符。首先,左翼政党得到的支持率很低。以2022年总统选

举为例,左翼政党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正义党候选人,其得票率 仅 有

2.37%。①其次,高收入人群往往更加支持强调分配的进步派政党,而最贫

穷的韩国人偏向支持保守派政党。韩国学者称这种选民投票与其经济利益不

符的现象为 “阶层背叛”,福山称之为 “错误的地址”,②是典型的身份政治

现象。“情理阵营”正是造成 “阶层背叛”现象的直接原因。
图1至图3分别展示了三种 “情理阵营”对选票分布所产生的稳定影

响。随着 “情理阵营”的增加,受 “情理阵营”影响的选民日益增多,韩国

选举日益脱离经济理性,经济分配议题被日益淡化。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

院针对2012年、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影

响选举结果的最重要变量是政党认同感,其次是对朝政策立场,而阶层相关

变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较微弱,且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在2012年的选

举中,选民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还曾对投票结果产生较弱影响,然而在

2017年和2022年的选举中,无论是选民自身的阶层属性,还是选民对政府

经济政策的评价,都不再对投票结果产生影响。③2022年的选举结果显示,
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倾向于支持最不能代表其经济利益诉求的

保守政党候选人,月收入6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倾向于支持进步政党候

选人 (见图4)。

②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7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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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中不同收入水平者的投票意向

说明:图中所示收入为家庭平均月收入,单位为韩元

资料来源:

(三)从政治龟裂向社会文化龟裂的延伸

政治家们引导了 “情理阵营”话语的构建。话语构建一旦开始,选举专

家、学者、媒体等各种声音都会参与其中,无论是批评还是解释,客观上都

会对 “情理阵营”话语进行再生产。 “情理阵营”话语一旦形成,其影响力

便不再局限于选举,也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在 “情理阵营”的影响下,韩

国社会出现了以某种情感共鸣、文化认同、利益认同为基础的 “文化部落”。
“情理阵营”把二元对峙的政治格局复制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中。

“地域情理阵营”话语对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包括交友、恋爱、婚

姻和商业合作等行为都产生了影响,在强化岭南和湖南地区民众内部认同的

同时,在这两个地域间制造了心理隔阂。在 “地域情理阵营”形成过程中,
韩国学者对岭南与湖南之间的心理对抗进行了历史归因,称湖南地区自古以

来处于权力边缘,因此该地区的文化长久以来带有明显的受害意识。①这种

因果关系的真实性难以被证实,却成为韩国人的普遍认知。这种话语逐步造

成了湖南人与岭南人性格迥异,乃至难以合作的刻板印象。同乡情原本只有

远近之分,心理空间呈界限模糊的同心圆结构,“地域情理阵营”却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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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圆转化为有着明确边界的条块。
用于塑造 “世代情理阵营”的话语则同时强化了世代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

社会资源竞争意识。2002年以后,媒体和学术界出现了世代话语热。企业在营

销过程中热衷于以世代为单位研究消费者文化,同时也给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

贴上世代标签,并向目标人群灌输。政治家们热衷于讨论世代之间的各种资源

分配不公正现象,把这一视角引入雇佣政策、房地产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议

题。例如,面对工会罢工,朴槿惠就曾煽动世代间矛盾,称 “年长世代是既得

利益者,应该 (向年轻人)让步”。①有关老年人是否应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
是否应该向老年人无差别发放养老金的争论经常出现在选举论战中。而在20~
40岁人群占据舆论主导权的社交媒体上,声称年轻人被年长世代剥削的声音

非常常见。年轻人指责年长世代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红

利,获得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却还不断举行罢工要求更好的工资待遇;指责他们

享受了低房价时代的红利,却又通过收房租剥削年轻人;指责现收现付的养老金

制度只能供养目前的年长者,年轻人将来却要面临养老金枯竭的困境。“世代战”
话语渗透至公共政策领域,将贫富分化问题曲解为世代间的资源争夺问题。

两性间的冲突虽然先于 “性别情理阵营”而存在,但 “性别情理阵营”
的出现使两性冲突意识形态化,使相关政策的协商出台更加困难。在2022
年的选举过程中,那些原已达成共识的、已经开始实施的、旨在推动两性平

等发展的政策和法规被重新质疑,批评女性主义的声音因为有了政治理念的

支撑而放大了音量。尹锡悦在当选总统后,没有像他在选举中所承诺的那样

取消两性平等相关法规,但在支持率下滑时多次重提修改相关法规,旨在借

此重新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尹锡悦的这种做法反复激化两性间的情感对

峙,固化了两性间的文化壁垒。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为重要的选举工具,“情理阵营”与互联网文化融

合,把 “文化部落”拓展到了网络空间。近年来,年轻人把 “饭圈”②文化引入

② “饭”即 “粉丝 (fans)”。饭圈文化是粉丝文化伴随着互联网对文娱产业的介入和偶像工业

生态改变所发展出的新样态,是粉丝群体以网络社交平台为主要空间,围绕特定明星所展开的生产

和消费行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特定的圈层传播模式和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参见胡泳、刘纯懿:
《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载 《新闻大学》2021年第8期,第6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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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选举活动。有韩国学者针对 “文在寅饭圈”展开研究发现, “饭圈”
中的年轻人把文在寅视为自己参与塑造的 “明星”,关注其活动轨迹、日常

生活,积极为其拉票,与之互动,与竞选对手的 “粉丝群”展开口水战,甚

至打电话辱骂竞争对手。①年轻人通过政治家 “饭圈”活动找到了参与重大

事件的路径,政治家具有了与娱乐明星相似的消费价值。
在 “情理阵营”不断发展的同时,韩国社会的龟裂与对抗现象亦随之增

加。有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韩国人围绕政治话题的分歧在增大。②2017年

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各种社会议题中,韩国人的立场大多呈现保守与进步

对抗的局面。③在韩国街头,持相反意见人群同时举行抗议示威的现象越来

越多。例如,2014年 “世越号”游船沉没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要求政府就事件

真相展开进一步调查,为此进行街头绝食斗争,而政府的支持人群就在相同

场所进行 “暴食暴饮示威”。朴槿惠 “闺蜜门”事件爆发后,首尔街头多次

出现烛光游行示威,要求弹劾朴槿惠,而支持朴槿惠的保守阵营民众则举行

了反对烛光游行的太极旗游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青瓦台网站的

意见栏上出现了要求弹劾总统的请愿文,超过140万韩国人在一个月内在此

请愿文后署名表示支持。而相同时间里,反对弹劾的署名者也接近100万。④

2022年首尔梨泰院踩踏事件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举行示威游行谴责警察和政

府的应对迟缓,而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民众则在灵堂附近进行批评遇难者家属

的示威活动。

四、被动接受的身份政治

韩国社会对政治家引导 “情理阵营”话语构建的行为持批判态度,并为

阻止其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理性与

④ 王晓玲:《韩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举措及其启示》,载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0年第4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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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在约束身份政治方面未能发挥作用。韩国社会之所以被动接受了 “身份

政治”,除了政治家引导全社会反复构建 “情理阵营”之外,还有结构性的

原因———长期影响韩国的冷战思维与财阀垄断的经济体制,导致选民在代议

民主制度内部找不到心仪的代言人。
(一)韩国反 “情理阵营”的努力及其失败

在 “情理阵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韩国的思想界不断批评 “情理阵

营”扰乱选举、降低政治系统的效率、破坏韩国的民主制度、撕裂韩国社

会。在韩国,批判 “情理阵营”成为一种 “政治正确”。
在三个 “情理阵营”中,“地域情理阵营”存在的时间最长,韩国人为

消除 “地域情理阵营”所做的努力也最多。学者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认为

“地域情理阵营”现象是前现代农业社会文化的残留,是民主文化发展不成

熟的表现。①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中,460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 “落选

运动”,对存在贪污、收受政治献金、贿选以及煽动 “地域主义”行为的候

选人进行曝光,被曝光的86名候选人中有59人落选。②为了打破 “地域情理

阵营”,身为进步派代表的卢武铉特意在保守派的政治故乡釜山市参选国会

议员,并因此建立起 “新一代政治家”的积极形象。为抑制 “地域情理阵

营”现象,韩国数次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例如,2004年将国会议员的选举投

票由 “一人一票制”改为 “一人两票制”,2020年又出台 “准联动比例代表

制”,③目的均在于弱化 “地域主义选举”。然而,上述努力对 “地域情理阵

营”的遏制效果非常有限,“地域情理阵营”持续影响选票分布,卢武铉深

入对方阵营的竞选挑战也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韩国选民虽批判 “地域情

理阵营”,但在投票时却依然受其影响。
社会舆论以及学者们对 “世代情理阵营”进行了大量批判。他们批评

“世代情理阵营”不但破坏了家庭和睦,还激化了社会矛盾。韩国学者通过大

量的数据分析反复强调,“世代战”是政党煽动下形成的错误认知,年轻人的

② 房宁等:《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150~151页。

③ 韩献栋:《地区主义、选举制改革与第二十一届韩国国会选举》,载 《东北亚学刊》2020年

第6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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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境是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结果,所谓的机会不平等存在于阶层之间而

非世代之间。①但是,政治家们持续不断地刺激世代间的对立情绪,围绕雇佣

政策、福利政策、房地产政策甚至环境问题挑拨世代间矛盾,把年长者与年轻

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争夺社会资源的零和关系。以2022年的总统竞选为例。
尹锡悦提出 “世代包围论”,即以 “工业化世代”的支持为基础,争取2030世

代的支持,从而对 “民主化世代”形成 “包围”。李在明则提出 “世代突围

论”,号召 “民主化世代”说服身边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选举结果证明,理性

声音不敌政治家的煽动。
韩国选民们越来越清楚政治家刻意塑造 “情理阵营”的做法。在2022年

的总统选举中,韩国的媒体和选民马上意识到保守派政治家在策略性地利用

和煽动两性间相互嫌恶的情绪,故意将女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化。女性主义

团体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激烈批判。部分年轻男性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治

家们将两性平等问题意识形态化。但是,上述理性声音未能阻止 “性别情理

阵营”的形成。
(二)阻断经济分配诉求的政治经济结构

韩国人找不到真正专注于分配议题的政党为自己代言,这是由韩国社会

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
首先,冷战秩序阻碍了关注经济分配的左翼政党的发展,致使经济分配

议题在韩国政治中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冷战时期,韩国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

最前沿,政府积极开展反共教育,压制工会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是韩

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井喷期,也是左翼政党的发展机遇期。1987年,韩国发生

了3749起工会领导的罢工事件,比过去25年的总和还多。从1987年到

1989年,工会组织由2700多个增加到7800多个。②但当时,工人自建的工

会还得不到法律承认,工会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韩国人在工厂和街头为争

取经济利益而斗争的同时,却在总统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同乡。2000年,韩

国才出现以工会为基础的左翼政党民主劳动党。当时的韩国刚经历亚洲金融

危机,民众对于雇佣稳定、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关注度陡升,对财阀体制的批判

也到达了新高潮。但是,诞生于冷战时期的 《国家保安法》仍然限制着工会与

② 王晓玲:《韩国劳资关系:从对抗走向协商》,载 《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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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不断恶化的朝核问题

始终阻碍民主劳动党的发展。工会政党的发展机遇期转瞬即逝。进入21世

纪,资本与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加速、就业竞争加剧,工会在劳资斗争中的话

语权减弱。雇佣形态的多样化不断分裂劳动者,削弱了工会的号召力。民主

劳动党仅在2004年和2008年的国会选举中分别获得了10个和5个议席,
无法与动辄拥有100多议席的两大寡头政党匹敌。①社会基础日益萎缩的民主

劳动党最终在2011年与其他左翼政党合并。后来成立的韩国左翼政党力量

依旧薄弱,也并不把经济分配作为最主要的政治纲领。
其次,财阀垄断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叠加,不断弱化政府经济政策的实

施效果,致使选民对选举中的经济议题逐渐失去兴趣。财阀垄断和外向型经

济是韩国经济的两个基本特点。2021年,十大财阀企业的销售额占韩国国内

生产总值 (GDP)的58.3%,②财阀对国内市场的投资、技术升级、劳动力

价格、原材料价格、股市走向、景气指数以及外贸出口影响巨大,广泛涉足

媒体和金融产业,通过 “旋转门”间接影响政府和司法机构,通过支付广告

费和捐款等途径间接影响媒体、高校、研究所和市民团体。③进入21世纪后,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升了财阀的全球竞争力,韩国国内消费市场却持续低

迷,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政府既无力改善财阀垄

断的经济结构,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和对就业的刺激措施也难见成效,很多政

策的实施还有赖于财阀的积极配合。例如,卢武铉政府为增强雇佣稳定性,
曾出台 《非正规职保护法》,规定企业雇佣 “非正规职”达到一定年限后必

须将其转化为正规职。④该政策发布后,企业却选择在规定期满前与劳动者

中止劳动合同加以应对,《非正规职保护法》成为 “非正规职解雇法”。
韩国民众在选举中找不到心仪的代言人,只能满足于通过参与选举活动

发泄不满情绪,从投票活动中甚至 “政治家饭圈”活动中获得个人价值感。因

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选民厌恶候选人却积极参加投票。自1987年

① 参见韩国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年度数据,https://www.nesdc.go.kr/portal/bbs/B0000005/
list.do? menuNo=200467。

③ 房宁等:《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第149~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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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开始民主化转型至今,韩国的总统投票率除2007年之外都在70%以上。

2000年后总统选举投票率曾经一度下滑,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

政治极化现象日益凸显,投票率再度上升。①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46.7%
的韩国选民认为这次选举最严重的问题是 “候选人的道德与资质欠缺”,

23.8%的受访者认为这次选举最严重的问题是 “候选人不进行政策讨论只热

衷于爆对方黑料”。在投票给尹锡悦和李在明的选民中,49.3%的选民对自

己选择的候选人感到 “不满意”,但这并不妨碍二人各得到了48.6%和

47.8%的选票。②

五、总结与思考

(一)走向非理性对抗的韩国身份政治

韩国身份政治是政治家通过话语构建而成的,最初是选举工具,后来发展

成跨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 “文化部落”。“情理阵营”的选票动员力如此

强大,政治家们难以放弃,必定持续进行相关话语构建。冷战思维与财阀经济

垄断深刻嵌入韩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中,难以改变。这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韩国

人在代议民主制度内难以找到专注于推动经济分配的代言人,从而间接地促使

他们被动地接受身份政治,满足于身份政治提供的情感价值。因此,尽管韩国

社会对身份政治的反思从未停止,韩国还是在身份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

这条道路上,危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系统之间相互转换并不断积

累,政府治理能力难以满足国民需求,政党间对抗日趋白热化,全社会的受害

意识、怨恨情绪不断滋长,协商与妥协变得愈加困难。特别是朴槿惠被弹劾下

台后,两大阵营的情感对峙被进一步激化。政治家们纷纷放弃稳健形象,许下

难以兑现的政治承诺,炒作具有社会争议的话题,试探已经形成共识的 “政治

正确”。③与此同时,政治两极对抗与社会撕裂正形成共振。

① 1987年到2022年的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依次为89.2%、81.9%、80.7%、70.8%、63%、
75.8%、77.2%、77.1%,参见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统计,http://info.nec.go.kr/main/
main_previous_load.xhtml。

③ 刘荣荣、王付东:《韩国政局动荡的特点、动因及影响》,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
期,第2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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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导致身份政治冲突? □ 

  韩国的这种对抗性身份政治的破坏力势必向国际社会外溢,表现为在其

外交中进一步远离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受制于偏激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民族

主义情绪。这种不理性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已经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青瓦台网页上一份题为 “文在寅是中国总统”的留言贴迅速点燃了反华情

绪,因疫情陷入生活困境的部分韩国人以中国为对象发泄负面情绪,与在韩

中国人有关的负面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泛滥,街头也出现了反华游行示威。
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中韩合作开发的观光项目被叫停。在2020年的国会

议员选举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都出现了候选人无视中韩之间巨大的经

贸合作利益,利用和煽动反华舆论的现象。一些韩国学者指出,这种非理性

的反华现象不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并对这种脱离实用主义的现象表示担

忧。①但就目前韩国的政治生态来看,反华恐将反复成为政治家们在选举中

博取眼球的话题,成为韩国社会怨恨的发泄口之一。
(二)引发身份政治对抗的是文化吗?
既有的身份政治理论把 “为承认而斗争”的激情视为身份政治的原初动

力,把族裔、宗教等先天或半先天的文化差异视为身份政治对抗的起因,在

文化差异和身份政治对抗之间画了一条因果链。而韩国有着不同于欧美的历

史文化土壤。如果说欧美社会在共同体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经历了否定之否

定后走向了身份政治,那么在韩国,共同体意志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并不

突出。韩国社会并不鼓励个人自由主义,其社会文化心理中也不存在 “为承

认而斗争”的激情。韩国历史上未经历因文化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今天仍以

单一民族国家为荣。福山曾对朝鲜半岛以及中国、日本拥有发展完好的民族

身份表达羡慕,他认为,民族凝聚力以及精英们为国奉献的情怀推动了这些

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快速发展。②然而福山没有发现,随着以选举为中心

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在韩国运行,韩国也出现了身份政治集团。政治家在单一

文化族群内部构建了 “文化部落”,同时把政党间的对抗输入社会文化系统。
韩国的案例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文化可能仅仅是一个中间变量,导

致身份政治冲突的自变量其实是竞争性政党。文化导致冲突的这一因果关系

或许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韩国的案例提醒我们,在身份政治研究中

② 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2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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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要同时关注文化差异、政党竞争模式以及关注经济分配的政党的影响

力这三个自变量。韩国的身份政治现象还支持了阿玛蒂亚·森的判断———
政治实践如此复杂,文化冲突论或者文明冲突论这种简单抽象的概括本身不

符合事实,却被构建成话语,被政治权力所利用,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

预言。
当我们把竞争性政党视为身份政治的主体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无论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反思还是政府都难以完成统合多元文化族群的任

务。左翼哲学家们从 “主体间性”概念出发,相信现代社会的理性会指引不

同文化身份群体通过阐述各自需求的合理性,走向多元文化共存且相互尊重

的政治共同体。福山等人希望政府能够积极统合文化族群,走向 “信条国

家”。这两种认识的出发点都是把文化族群视为冲突的主体。但如果政党也

是身份政治的当事人,我们就会发现,竞争性政党之间是零和关系,彼此无

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政治授权与治理的不同步性使得政治家们把选票作为

目的,宁可为此破坏社会团结。在大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政治系统

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力较弱,政党难以通过改善民生获得支持,转而从怨恨、
分裂、对抗的身份政治中获取政治资源。欧美国家寄希望于政府承担起文化

统合的责任,可能是南辕北辙。即便政党在执政后会为弥合文化族群间冲突

做一些努力,但总体上竞争性政党是文化族群的离散力而不是凝聚力。
韩国的身份政治案例说明,文化差异引发身份政治斗争的论断缺乏普适

性。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仅展示了韩国的经验,要厘清身份政治的动力机

制,检验文化冲突论,应该在后续研究中开展更多的跨文化比较。例如,日

本由自民党长期执政,不存在激烈的政党间竞争,也不存在多元文化族群。
美国既存在两大政党长期对峙的现象,也存在多元文化族群矛盾。一些欧洲

国家虽然存在多元文化族群间的矛盾,但政党竞争呈现多头局面。如果把不

同文化背景、不同政党结构同时纳入自变量,对更多的国家进行案例比较,
将有助于我们厘清身份政治的动力机制,重新认识导致文化族群走向身份政

治冲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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